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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户兼业化、土地细碎化与农机社会化服务 
——以江西省为例

郭如良，刘子玉，陈江华

（江西农业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 /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摘 要：随着农户兼业化发展，务农劳动力流失效应日趋严重，农机社会化服务急需加强。但我国户均承包的小

规模经营方式以及土地肥瘦搭配的细碎化问题又阻滞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其间矛盾亟待解决。基于理性小

农理论，利用江西省水稻种植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二元 Probit 模型，分析农户兼业化与土地细碎化对农机

社会化服务的影响，探讨其作用机制，并通过工具变量法解决农户兼业化与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用之间的内生性

问题。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已成为大多数农户的选择，82.41% 的农户在其农业生产任一环节使用了农

机社会化服务，农户在收割和整地两大生产环节的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用比例分别为 84.01% 和 59.53%。矫正内

生性后，农户兼业化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的采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土地细碎化负向调节农户兼业化对农机社

会化服务采用的积极影响。同时，农机社会化服务满意度、户主年龄、受教育情况、健康状况、家里到县城距

离对农户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有显著的影响。据此，提出应抓住高标准农田建设机遇，降低土地细碎化程度；

加强农机社会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农机社会化服务供需协调；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小

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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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time farming, land fragmentation, and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s: A case study 

of Jiangxi Province
GUO Ru-liang, LIU Zi-yu, CHEN Jiang-hua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esearch Institute and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4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s’ concurrent part-time farming, the loss of agricultural labor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and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However, the small-scale 
operation mode contracted by every household and the fragmentation problem of the combination of land fertility 
and thinness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ational 
smallholder and a micro survey data of rice farmers in Jiangxi Province, this paper applied a binary Probit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s of part-time farming and land fragmentation on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s, to 
explore its working mechanism, and discuss the endogeneity and causality between farmers’ part-time farming and the 
adoption of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s by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Results show that: 82.41% 
of farmers used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s in two major production stages: harvesting (84.01%) and land 
preparation (59.53%). After correcting endogeneity, the part-time farming of farmer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adoption of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s, and land fragmentation reduc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part-
time farming on the adoption of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s. At the same time, farmers’ satisfaction of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s, household head age, education, health status, home to county distance have 



农业现代化研究 第 41 卷136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adoption of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s.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1)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establishing high quality farmland to reduce the degree of farmland 
fragmentation; 2) strengthening structural reform in the supply of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s and 
ensuring the 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s, and 3) acceler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new agribusiness entities to promote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 farm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Key words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s; part-time farming; land fragmentation; working mechanism; 
IV-Probit model;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实现小农与现代农业有机衔

接的有效路径 [1]。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健

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

展有机衔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在

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就业加剧、以农地三权分置为核

心的农地制度创新的背景下，一方面务农劳动力呈

现弱质化趋势，需要引入农业社会化服务来克服小

农经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另一方面，土地经营权

流转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更需借助农业社会

化服务来克服农村人才资本的约束。因此，发展农

业社会化服务非常重要。

农机社会化服务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组成

部分。农户使用农业机械的三种可能途径有购买机

械、租赁机械和购买机械服务，但在我国，农户主

要通过购买机械或购买机械服务实现 [2]。众所周知，

我国农业经营基本格局仍以小农为主，其不仅由于

收入水平低，而且因其经营规模与机械作业能力不

匹配，使其缺乏投资农机的激励，因而购买农业机

械社会化服务成为大多数小农的选择 [3-4]。与此同

时，小农为拓宽收入渠道，增加家庭收入，其兼业

化行为已非常普遍。但农户兼业化往往导致农业劳

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的增加，使得仍从事

农业生产的小农家庭更倾向于购买农业机械社会化

服务，事实上，近年来在农村地区逐渐兴起和发展

的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已是例证 [5-6]。

需要注意的是，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面临土地

细碎化的挑战。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地块零碎分

散、数量众多、面积较小的特征越明显，不仅增加

了农机社会化服务的作业难度，而且提高了农机社

会化服务的使用成本和风险，这与小农户追求成本

和风险最小化的生产目标相矛盾 [7]。可见土地细碎

化从可行性和价格效应两条路径阻碍着农户购买农

机社会化服务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8-9]。那么目前

我国农业劳动力兼业化和土地细碎化对于农机社会

化服务的影响如何？其中的作用机制怎样？仍有待

进一步研究，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旨趣。

国内外学者针对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影响因

素研究成果日益丰硕，一些学者从宏观角度探讨了

农户选择农机社会化服务时的动因，如服务价格、

政府支持、信贷特征等 [10]。与此同时，也有学者

从微观农户层面考察发现户主的年龄与健康、家庭

劳动力数量、地块面积、离乡镇政府的距离等因素

均能影响到农户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的选择 [11]。这些

研究对理解农机社会化服务的采用行为颇具参考价

值，其中也有少部分学者从农户兼业化对农机社会

化服务的角度出发，关注到从事农业生产的兼业农

户通过农机社会化服务替代劳动力，以保障农作物

产量，保证农业经营收入，因此随着农户兼业程度

的提高，农户会增加农机社会化服务使用的概率并

增加购买农机服务的支出 [12-15]。但是，现有研究分

析未能聚焦土地细碎化的调节效应，也未能较好地

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即农机社会化服务与农户

兼业化程度变化的反向因果关系可能引发的内生性

问题，导致出现有偏的估计结果。

虽然众多学者就农户兼业化和农机社会化服务

分别做了大量研究，但通过文献梳理不难发现，鲜

有学者将农户兼业化与土地细碎化结合起来分析其

对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用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基于

理性小农理论，尝试从我国当前农村劳动力非农转

移的发展趋势、土地细碎化的现实情景、农机社会

化服务市场的逐步建立出发，利用江西省 813 户水

稻种植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 Probit 模型和工具

变量法，引入土地细碎化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

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影响因素，探讨农户兼业化

与土地细碎化对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用的影响时可能

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而为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

发展的有机衔接提供政策参考。

1  理论假设

基于理性小农视角，农地“三权分置”的制

度创新会引起部分纯农户向兼业农户直至非农户发

展，但由于信息技术革命，劳动力密集型二三产业

用工量下降，农村弱质劳动力转移难度加大，部分

农户兼业化长期存在。基于理性考虑，农户为实现

个人及家庭收益最大化，选择农机社会化服务提供

的农业机械作业来补充或替代人工作业，有助于提

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保障农业生产经

营收益。此外，农业机械领域的技术进步为实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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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对劳动的低成本替代创造条件。但土地细碎化农

业生产特征的存在，将会削弱农户兼业化对农机社

会化服务采用的影响。

1.1  农户兼业化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影响

农机社会化服务的采用与否取决于理性小农

在帕累托最优原则下对其生产要素进行配置的决 
策 [16]，农户是理性的个人或家庭福利的最大化者，

“理性”是个人根据自己的偏好和价值观来评估他

们所做选择的后果，然后做出他认为能够最大化个

人期望效用的选择 [17]。兼业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

也从事非农就业，是指农户将原先投入到农业生产

经营的部分要素转移到当地工业或服务业等非农部

门，以实现最大化家庭效用的行为 [18]，也可表述为

农户将家庭劳动力向非农转移以获得非农工资性收

入的过程 [19]。面对农村劳动力持续非农转移，一方

面使得务农机会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使其家庭农业

生产面临的劳动力约束加重，在一定程度上给农业

生产带来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下降的问题 [12]，需要引

入农机社会化服务来缓解农业生产矛盾 [20]。理论上，

农户的兼业程度越高，可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

量和时间越少，农户家庭农业生产面临的劳动力约

束越大，越可能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基于以上理

论分析，本文提出农户兼业化趋势会在某种程度上

促进农机社会化服务的采用，当农户兼业化程度越

高时，农户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1.2  土地细碎化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影响

土地细碎化是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特征之一。

土地细碎化是指农户家庭不得不经营分布在居住地

周围，相互不连接，但在合理距离之内的一块以上

土地的经济现象 [21-22]。自 1978 年推行联产承包责

任制后，基于公平要求，对集体内部有限的土地进

行调整时需要兼顾耕地土壤肥力、地块大小、位置

远近、水源好坏等诸多因素差异，在合理搭配的条

件下平均分配，从而导致了耕地的细碎化。我国南

北耕地的细碎化程度极不平衡，在耕地比较分散的

丘陵高原地区，土地细碎程度比较严重 ；而在耕地

比较集中的平原地区，因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少，耕

地细碎化也很普遍 [23]。土地细碎化的基本特征使机

械作业难度和使用费用提高，降低了农户在农业生

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发生概率，也使农业生产经营环

节对土地的资源要素投入与产出比率较低，难以实

现土地规模效益 [8]。不少学者指出当农户进行是否

购买农机作业服务的决策时，土地细碎化的约束带

来的阻隔效应和结构效应提高了农机作业成本和交

易费用，从而限制农户购买农机作业服务 [24]，阻碍

了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的发育 [8-9]，使得我国农业

现代化发展受阻 [25]。Sargent [26] 通过研究证实土地

细碎化使得农业生产难以实现机械化，即便投入机

械也会由于土地细碎化而提高机械作业难度，增加

农机使用成本。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土地

细碎化降低农机作业效率，提高农机社会化服务采

用成本，增加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购买费用，从而抑

制农户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

农户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可能性就会越小。

1.3  土地细碎化的调节作用

农户作为理性的微观决策主体，只有投入产出

达到预期目标，才会作出购买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行

为选择。理论上随着农机社会化服务系统的完善和

发展，对于部分未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兼业农户，既

可以将家庭劳动力转移到比较收益更高的非农部门

获得工资性收入，又可以通过投入部分资金用于购

买农机社会化服务降低农业经营成本，达到工资性

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同时增长，实现家庭总收入的增

加与家庭收益最大化。事实上，土地细碎化提高了

农机社会化服务的难度和成本，从而抑制了农机社

会化服务的购买行为，所以单从农户兼业化与农机

社会化服务的直接关系上考虑，得出农户兼业化程

度越高，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可能性就越高的结

论不够准确。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引入土地细

碎化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农户兼业对农机社会化服

务的影响机制，认为土地细碎化负向调节农户兼业

化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影响，即土地细碎化的调节

作用削弱了农户兼业化对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用的积

极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课题组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3 月对江西 1 200 户水稻种植户的实地问卷调研，

调研地点涵盖江西省 10 个县（区）、20 个乡镇、40
个村，调研方法采用农户随机抽样方法共收回有效

问卷 1 080 份。本文根据研究选题的需要，选择其

中有典型代表性的 7 个县（区），813 份有效样本。

同时，江西是我国粮食作物生产和非农劳动力供给

较多的省份之一，这使得本研究对非农就业与农机

服务的关系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调查内容涵盖农户

禀赋、村域情况、农业生产和满意度等。样本分布

详情见表 1。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  农业生产环节是否采用农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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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务，采用赋值为 1，不采用赋值为 0。
2.2.2  关键解释变量  选取农户兼业化、土地细碎化

作为关键解释变量，主要考察其对农机社会化服务

采用行为的影响。土地细碎化变量是衡量农户家庭

实际耕地的细碎化状况，通过计算“地块数 / 总面积”

的值对其进行测度 [27]，数值越大反映单位面积下土

地块数越多，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农户兼业化又

被称为非农就业，指农户将家庭劳动力向非农转移

以获得非农工资性收入的过程 [18]，参照纪月清和钟

甫宁 [13] 的做法，选取劳动力兼业从事非农就业的

时间作为解释变量，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时间越长，

农户兼业化程度越高。

2.2.3  其他控制变量  参考有关文献做法，本文将农

机社会化服务特征、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方面等 10
个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1）农机社会化服务特征变量，包括农机社会

化服务价格感知、农机社会化服务满意度。一般而

言，服务价格越高、服务满意度越低，农户越不可

能选择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 ；相反，感知服务价格

越低、服务满意度越高农户选择农机社会化服务的

概率也就越大 [11]。

2）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户主年龄、健康状况、

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是否接受过农技培训 [11, 23]。

户主年龄和健康状况对于农户是否采用农机社会化

服务的影响都存在不确定性，年龄较长或健康状况

较差的户主由于个人劳动力质量的降低，无法从事

重体力的农业生产，从而选择农机社会化服务替代

劳动 ；户主越年轻或者越健康可能对农机社会化服

务的接受度较高，因此各年龄段及健康状况都可能

愿意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

越有可能选择农机社会化服务，有成员接受过农技

培训的农户越可能掌握农技使用技巧拥有较高农业

技术水平及能力，越不会购买农机社会化服务。没

有人接受过农机培训的农户，会因农业技术水平较

低而购买农机社会化服务。

3）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户籍人口、家里到县

城距离、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家庭规模经营的计

划 [11]。户籍人口越多，家庭劳动力数量可能越多，

能参与农业生产的人数也会越多，选择农机社会服

务的概率越低 ；家庭到县城距离越远，越难以获取

足够的农机服务信息。因此影响到农户对农机服务

的接受度，因而选择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概率越低 ；

家庭收入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是考虑收入对农

机社会化服务购买力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农户兼业

带来的工资性收入可能给购买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决

策产生影响，收入越高越有可能选择农机社会化服

务 ；计划扩大规模经营的家庭较维持和缩小经营规

模的家庭更有可能采取农机社会化服务。

具体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见表 2。
2.3  模型构建

表 1　样本分布情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he samples

样本分布 样本数（n） 占比（%）

玉山县 122 15.00

南昌县 118 14.51

袁州区 135 16.60

鄱阳县 93 11.45

彭泽县 121 14.88

武宁县 119 14.64

东乡县 105 12.92

合  计 813 100.00

表 2　变量赋值与描述性统计
Table 2　Variable assignment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定义与度量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是否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 是 =1 ；否 =0 0.824 1 0.380 9

核心解释变量
农户兼业化 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时间（月） 2.558 4 3.606 6

土地细碎化 实际耕种土地的块数 / 实际耕种土地的总面积 1.155 9 0.852 9

控制变量

农机服务价格感知 非常高 =1 ；较高 =2 ；一般 =3 ；较低 =4 ；非常低 =5 3.113 2 0.909 4

农机服务满意度 非常不满意 =1 ；较不满意 =2 ；一般 =3 ；较满意 =4 ；非常满意 =5 3.575 6 0.991 7

户主年龄 户主年龄（岁） 55.987 7 9.851 5

户主健康状况 不好 =1 ；一般 =2 ；较好 =3 2.441 6 0.662 6

户主受教育情况 小学及以下 =1 ；初中 =2 ；高中或中专 =3 ；大专及以上 =4 1.536 3 0.689 6

户籍人口 户籍人口数量（个） 5.254 6 2.065 5

家里到县城距离 家里到县城的距离（km） 23.854 9 10.140 8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1 万元 =1 ；(1, 2] 万元 =2 ；(2, 3] 万元 =3 ；(3, 4] 万元 =4 ；>4
万元 =5

2.073 8 0.872 1

家庭经营规模计划 扩大规模 =1 ；规模不变 =2 ；缩小规模 =3 1.862 2 0.523 5

是否接受过专门的培训 是 =1 ；否 =0 0.114 4 0.31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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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户在各个环节均有可能采用农机社会化

服务，也有可能不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本文将任

一环节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农户视为采用农机社

会化服务，赋值为 1，没有一个环节采用农机社会

化服务的赋值为 0。因此，采用二元 Probit 模型对

农户的农机社会化服务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 ：

 
εγαα ++++=Υ i0 ΜβΖΧ （1）

同时，根据研究假说分析，土地细碎化可能在农户

兼业化与农机社会化服务之间产生调节作用，因此

将交叉项纳入模型进行检验 ：

 
εγδαα +++++=Υ i0 ΜβΖΧ ΧΖ （2）

式中 ：Y 为农户农业生产环节中是否采用了农机社

会化服务，X 为农户兼业从事非农就业时长的变量，

Z 为实际耕地细碎化程度的变量，XZ 为农户兼业

化与土地细碎化的交叉项，Mi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

α0、α、β、δ与 γ为待估参数，ε为随机扰动项。

2.4  分析方法

通过二元 Probit 回归就农户兼业化与土地细碎

化对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影响进行分析，并

将交互项纳入模型检验其调节效应。但二元 Probit
得出的结果面临着内生性问题的挑战 ：农户是否

采取农机社会化服务在理论上受到农户兼业化的影

响，但也可能由于农户采取了农机社会化服务，原

有农业生产只需投入更少的劳动力，需要将部分劳

动力配置到非农领域。换言之，农户拥有了更多的

剩余劳动时间，产生了对农户兼业化的内在推力，

即农户兼业化与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之间存在

反向因果的关系。对于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的问题，

采用 Probit 模型将无法得到一致估计。

为了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保证模型估计结

果的无偏性与可靠性，本研究拟采用工具变量法。

内生模型的具体估计策略为 ：对二元 Probit 基准模

型，选择与处理二值因变相对应的 IV-Probit 模型，

由于在可收敛的条件下，利用 IV-Probit 模型进行估

计，比通用的“两步法”更有效率 [28-29]。因此，本

文引入村庄其他农户平均兼业化程度作为工具变

量，通过 IV-Probit 模型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3  结果与分析

3.1  样本农户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从被解释变量来看，在调查的 813 户家庭中，

670 户的农户在农业生产中使用了机械服务，占比

达 82.41%，143 户的家庭没有采用任何农业机械服

务，占比为 17.59%（表 2）。可以看出，农户在农

业生产环节的农机社会化服务利用比例较高，这可

能由于我国农业机械化服务市场的逐渐整合和资本

积累的增加，导致大部分农户开始大量购买农业机

械服务。

从解释变量来看，样本户的土地细碎化程度均

值为 1.16（表 2），表明样本的单位面积耕地由 1.16
块地块组成。样本户每年从事非农就业时间为 2.56
个月。农机社会化服务价格感知和满意度的平均值

分别为 3.11 和 3.58，表明农户普遍认为社会化服务

价格适中，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满意度较高。农户

的平均年龄为 56 岁，身体健康状况平均水平为一

般偏好，平均受教育程度介于小学到初中水平，是

否参与培训的均值为 0.11，表明农户较少接受培训。

3.2  农业生产环节与社会化服务采用状况

在调查的 813 户样本农户中，在耕种收（南

方俗称为整地、栽插、收割）三大环节的农机社

会化服务采用情况最为普遍，收割环节采用率为

84.01% ；整地环节采用率为 59.53% ；栽插环节采用

率为 5.29%（表 3），特别是收割和整地环节的农机

服务利用率相对较高，这可能是由于样本户为水稻

种植户，水稻生产的收割和整地环节需要在一定时

间内集中投入高强度重体力的劳动力，可视为劳动

力密集型环节。在劳动密集型环节，机械作业对解

放农业劳动力和提高非物质成本产出率都有明显优

势 [8]。对于半劳动力半技术密集型环节和技术密集

型环节，由于较难实现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并且

使用机械的生产成本可能更高，因此采用农机社会

化服务的农户比例也相应较低。

3.3  农户兼业化、土地细碎化对农机社会化服务采

用的影响

表 4 中模型一反映了农户兼业化、土地细碎化

对农户是否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影响的二元 Probit
估计结果，结果表明农户兼业情况在 1% 的显著性

表 3　不同环节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用状况
Table 3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s in 

different sectors

环节分类
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 不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

样本数
（户）

频率
（%）

样本数
（户）

频率
（%）

收割环节 683 84.01 130 15.99

整地环节 484 59.53 329 40.47

栽插环节 43 5.29 770 94.71

育秧环节 39 4.80 774 95.20

销售环节 39 4.80 774 95.20

病虫害防治 27 3.32 786 96.68

施肥环节 13 1.60 800 98.40

烘干环节 8 0.98 805 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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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上显著为正，土地细碎化情况在 1% 显著性水

平上显著为负。由于二元 Probit 模型的结果只能从

显著性和参数符号方面给出有限的信息，因此，我

们通过进一步的计算得出各个解释变量对农户采用

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边际效应（模型二），通过计算

边际效应可知 ：农户兼业化程度每提高 1 个单位，

农户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可能性将提高 1.37%。

说明在家庭中如果农业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时间

越长，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可能性就会越大。这

是由于农户兼业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农业生产劳

动力的短缺，会提高兼业农户对农机社会化服务弥

补劳动力不足的需求，兼业程度高的农户比兼业程

度低的农户更需要农机社会化服务。因此，农户兼

业程度越高，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可能性越大，

农户兼业化对农户是否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存在显

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农户兼业化的趋势会促进农业

机械社会化服务的采用。土地细碎化程度每提高 1
个单位，农户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可能性将下降

6.12%。说明土地细碎化不利于农机社会化服务的

采用，即土地越细碎，农户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的

可能性越低。因为土地细碎化增加了农业机械使用

的难度，不利于规模经营，从而降低了农户选择农

机社会化服务的概率。与此同时，土地细碎化程度

越高，抬高了农机社会化服务使用费用，造成农业

生产成本增加，从而也降低了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

户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可能性。

其他控制变量对是否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影

响。农机社会化服务满意度在模型中均显著为正，

农户作为“消费者”，购买行为受到服务满意程度

的影响，满意度越高的服务的购买意愿就越强，这

与消费决策的心理现实状况相符合。个体特征变量

中，户主年龄和受教育情况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

响，年龄大的户主因为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而选择

农机社会化服务，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户主采用社会

化服务的可能性越大 ；户主健康状况有显著负向影

响，健康状况差的户主可能因身体不适合劳动而选

择农机社会化服务。家庭特征变量中，家里到县城

距离有显著正向影响，家里到县城距离越远越有可

能购买农机社会化服务。家庭经营规模计划显著为

负，计划扩大规模经营的家庭更有可能采取农机社

会化服务，说明农机社会化服务在农业生产环节的

有效性和接受度较高。户籍人口、农机服务价格感

知、是否接受过专门的培训、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并不显著，表明它们不是影响农户是否采纳农机社

会化服务的决定性因素。

3.4  土地细碎化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调节作用分析

表 4 中模型三进一步讨论土地细碎化与农户兼

业化的交互效应，考察土地细碎化的调节作用。对

比在模型一中农户兼业化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正向

显著效应，交互项显示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的采用存

在负向显著效应，这说明土地细碎化在农户兼业化

与是否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关系间的负向调节作

表 4　二元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binary Probit model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系数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农户兼业情况  0.058 8*** 0.017 5  0.013 7*** 0.004 0  0.054 2*** 0.017 2  0.012 5*** 0.003 9

土地细碎情况 -0.262 8*** 0.065 8 -0.061 2*** 0.015 3 -0.268 9*** 0.066 1 -0.062 2*** 0.014 9

农户兼业化 × 土地细碎化 -0.031 6** 0.014 5 -0.007 3** 0.003 4

农机服务价格感知  0.105 2 0.065 5  0.024 5 0.015 4  0.103 8 0.065 7  0.024 0 0.015 1

农机服务满意度  0.124 6** 0.058 7  0.029 0** 0.014 1  0.126 2** 0.058 9  0.029 2** 0.013 6
户主年龄  0.015 6** 0.006 6  0.003 6** 0.001 5  0.016 1** 0.006 6  0.003 7** 0.001 5
户主健康状况 -0.164 4* 0.095 3 -0.038 3* 0.020 7 -0.166 6* 0.094 9 -0.038 5* 0.021 7

户主受教育情况  0.210 1** 0.086 3  0.048 9** 0.020 6  0.202 4** 0.086 5  0.046 8** 0.020 0

户籍人口  0.044 4 0.028 6  0.010 4 0.006 4  0.045 5 0.028 9  0.010 5 0.006 6

家里到县城距离  0.021 1*** 0.005 8  0.004 9*** 0.001 3  0.021 1*** 0.005 8  0.004 9*** 0.001 3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0.056 2 0.070 1  0.013 1 0.015 9  0.051 1 0.069 8  0.011 8 0.016 1

家庭经营规模计划 -0.357 0*** 0.111 9 -0.083 2*** 0.025 4 -0.367 7***  0.112 4 -0.085 0*** 0.025 3

是否接受过专门的培训  0.318 5 0.210 8  0.074 1 0.046 7  0.328 1 0.208 5  0.075 8 0.047 8

常数 -0.606 3 0.647 8 -0.580 9 0.646 6

LR chi2(12) 68.670 0 74.840 0

Prob>chi2  0.000 0  0.000 0

Pseudo R2  0.103 2  0.107 7

注 ：*、**、*** 分别表示通过 10%、5% 和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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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显著。通过计算边际效应得到交互项的具体影响：

在同一兼业化程度上，土地细碎化程度每提高 1 个

单位，农户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可能性将降低

0.73%（模型四）。也就是说，农户兼业化促进农户

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可能性会随着土地细碎化程

度的不断提升而显著下降，甚至为负。因此，土地

细碎化阻碍了农户兼业化对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促

进作用的发挥。在同一兼业化程度下，相对于土地

细碎化程度较高的农户而言，细碎化程度较低的农

户在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可能性更高。

3.5  模型内生性分析

本文选择村庄其他农户平均兼业化程度作为农

户兼业化的工具变量。首先，“同伴效应”广泛存

在于农户行为中，因而村庄其他农户平均兼业化程

度对农户兼业有直接影响，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要

求 ；其次，在与被解释变量的外生性要求方面，由

于农机社会化服务的采纳属于农户家庭微观决策，

而村庄其他农户平均兼业化程度属于集体的宏观层

面，与个体农户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分属不同的变

量观测层次，在与个体农户兼业化之外尚未发现其

他影响该农户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用的途径，因此可

以认为村庄其他农户平均兼业化程度与个体农户是

否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微观决策之间具有较强的

外生性。由于农户兼业化是内生性的变量，交互项

也会因为农户兼业化的内生性而与农机社会化服务

采用相互影响，交互项也会存在内生性，用村庄其

他农户平均兼业化程度与土地细碎化的乘积作为交

互项的工具变量。Wald 内生性检验结果显示农户兼

业化及其交互项均为内生性变量，另外，工具变量

村庄其他农户平均兼业化程度在 1% 统计水平下显

著，其与土地细碎化的交互项也在 1% 统计水平下

显著（表 5），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检验

结果显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农户兼业化对

是否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有正向影响，土地细碎化

对农户兼业化在促进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影响上有显

著的抑制作用。

表 5　IV-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V-Probit model

变量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模型八

系数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农户兼业情况  0.219 9*** 0.032 0  0.010 0 0.010 0  0.229 2*** 0.023 8  0.008 1 0.009 3

土地细碎情况 -0.277 0*** 0.060 8 -0.070 3*** 0.015 5 -0.298 9*** 0.058 1 -0.073 1*** 0.018 4
村庄其他农户平均兼业
化程度 × 土地细碎化

-0.131 7** 0.067 5 -0.009 5 0.026 0

农机服务价格感知  0.030 4 0.062 0  0.021 9 0.015 5  0.007 0 0.060 8  0.020 8 0.015 9

农机服务满意度  0.178 6*** 0.054 8  0.041 6*** 0.014 8  0.174 5*** 0.051 4  0.043 2*** 0.014 8

户主年龄  0.029 9*** 0.006 0  0.003 5** 0.001 7  0.032 9*** 0.005 2  0.003 5** 0.001 7

户主健康状况 -0.153 7* 0.080 2 -0.028 7 0.020 5 -0.119 8 0.079 4 -0.027 9 0.021 0

户主受教育情况  0.200 6** 0.080 1  0.050 6** 0.020 6  0.141 5* 0.084 3  0.047 4** 0.021 5

户籍人口  0.045 3* 0.024 8  0.012 1* 0.006 4  0.043 5* 0.022 9  0.012 5** 0.006 4

家里到县城距离  0.016 8*** 0.005 5  0.004 9*** 0.001 3  0.012 1* 0.006 2  0.004 7*** 0.001 4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0.047 6 0.061 5  0.016 5 0.016 0  0.019 1 0.057 7  0.015 1 0.016 2

家庭经营规模计划 -0.302 6*** 0.102 9 -0.079 3*** 0.025 5 -0.286 0*** 0.099 3 -0.080 7*** 0.025 8

是否接受过专门的培训  0.051 6 0.187 2  0.038 4 0.048 4  0.002 9 0.169 2  0.001 9 0.010 6

常数项 -1.924 8*** 0.596 1  0.039 1*** 0.004 9 -1.928 0*** 0.606 4  0.042 8*** 0.008 5

Prob > chi2  0.000 0  0.000 0

注 ：*、**、*** 分别表示通过 10%、5% 和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在样本农户中，82.41% 的农户在农业生产的

任一环节使用了农机社会化服务，其中按生产环节

分类来看，耕种收是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用率最高的

三个环节。在矫正内生性后，农户兼业化对农户采

用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影响仍然正向显著，土地细碎

化仍然抑制了农机社会化服务的采用。为更好实现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兼业农户采用农

机社会化服务是解决因劳动力外流导致农业经营粗

放、弃耕罢种、农村空心化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实

现农业机械化的有效方式，但在鼓励兼业农户采用

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过程中，可通过鼓励农户适度扩

大种植规模缓解土地细碎化的不利影响。

进一步研究表明，农户户主的文化水平、资历

和身体状况可能导致对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态度

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农户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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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此外，农户家里到县城距离和对农机社会化

服务满意度对农户是否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存在显

著影响。这一发现提醒应加强区域社会化服务能力

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为重视提高服务质量和满意度

提供了理论依据。

4.2  启示

1）加强农机社会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保障农机社会化服务供需协调。目前，除耕种收三

环节外，育秧、病虫害防治、施肥等环节的农机社

会化服务采用率仍非常低，这与农机与农艺匹配度

低有关，建议政府加大对农业机械技术研发和农机

购置补贴的力度，调节其供求关系，兼顾服务需求

个体的禀赋差异，以便在更多生产环节实现机械对

劳动的低成本替代，构建和完善多层次、多形式、

多元化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

2）抓住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机遇，引导耕地适

度集中，降低土地细碎化程度。在有条件的地区努

力建成高标准农田，构建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激

发小农户购买农机服务的需求，让广大小农户共享

现代农业发展成果。同时，注重引导农民走向联合

与合作，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从而提升农业组织

化水平和扩大农业服务的规模化效益，来弥补耕地

规模的不足，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农业规

模经营的有效途径。

3）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为农机社

会化服务提供人才保障。农机社会化服务实现对劳

动的替代，有利于缓解当前因兼业农户比重较高所

带来的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积极培育并引

导农业机械服务意愿较高的兼业农户向提供农机社

会化服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变，为农机社会化

服务人才提供智力支持 [30]。助力提升农机社会化服

务水平，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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